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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台新咏序》到《花间集序》
———略论佛教对中国艳情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

杨玉华，高祎曼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６１０１０６；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摘　要：宫体诗以“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为典型特征，兴盛于君
臣普遍奉佛佞佛的梁朝，透露出佛教与艳情文学的微妙联系。从《玉台新咏序》到《花间集序》的中
国艳情文学理论以“选艳”为旨归，既承续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传统，又暗含佛教“色空观”对
情欲叙事的渗透。通过丰富的例证揭示佛教思想对中国艳情文学创作范式与理论建构的深层影
响，阐述了艳情文学理论既延续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抒情内核，又因佛教思想的介入而衍生出新范
式，不仅为理解中国文学中“情欲书写”从“缘情而发”到“寄寓佛理”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坚实理据，更
为探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学传统的互鉴共生及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参照与阐释路径。

关键词：佛教；艳情文学；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２４２（２０２５）０６－００９４－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杨玉华（１９６３－），男，云南楚雄人，文学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

都大学“文明互鉴 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高祎曼（１９９３－），女，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纪初期，学界对佛教
与中国艳情文学及其理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佛教对艳情文学
兴起、创作、理论构建以及二者关系的多元影响。

１９８９年，周晓琳率先提出佛教盛行对宫体诗的
形成有潜在影响，认为佛教艺术以佛经对女性的描
写虽以禁欲为宗旨，但客观上体验和肯定了人的感
情，包括对美色的欣赏，这种矛盾性为宫体诗的艳情
描写提供了土壤。１９９１年，汪春泓在《论佛教与梁
代宫体诗的产生》中系统地论证了佛教与宫体诗的
关联，提出了“四大因缘”①之说，指出佛教的维摩思
想、佛经翻译的尚丽风格以及佛教对女性“淫欲作
态”的批判，直接启发了宫体诗的创作。１９９２年，张
伯伟在《禅与诗学》中指出佛经对宫体诗的三重影
响，②佛教的“色空观”与“苦空观”为宫体诗的艳情
描写提供了哲学框架，佛经中通过极力描写欲色以
警示世人，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作手法被宫体
诗承袭，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１９９６年，许云
和进一步提出佛经中的“欲色异相”观念与宫体诗的
创作动机密切相关，徐摛等诗人以宫体诗响应梁武

帝“以佛法化俗”的号召，尽管其劝谕目的与实际效
果存在矛盾，但佛教文化已成为艳情文学兴起的文
化土壤。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个案的研究累积，佛
教对艳情文学的影响在两个层面上存在显著分歧：
一是佛教对艳情文学的影响程度，以张伯伟、汪春
泓、许云和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佛教的直接影响，认为
佛经文本、佛教观念与艳情文学的创作存在直接对
应关系；二是二者关系的本质，以马积高为代表的学
者主张有限影响论，认为佛教的作用更多表现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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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因缘”指的是：１．释玄交融的维摩思想助长士人“人生行
乐”的颓废风气，推动宫体诗的艳情倾向；２．佛经翻译的尚丽风
格与遣荡思维推动梁代抒情文学的新变；３．佛教妇女观（如对女
性“嫉妒”“淫欲”的描写）直接启迪宫体诗的创作；４．佛经中已有
雏形宫体诗，如马鸣《佛所行赞》对女性姿态的描写，为宫体诗提
供了范式。参见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文学
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张伯伟认为佛经对宫体诗产生了三重影响：１．香艳之笔影响宫
体诗的风格内容；２．写实手法影响其刻画重心（如对女性细节的
描写）；３．悔过自责、顿悟等思想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参见张伯
伟：《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７—２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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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的烘托，而非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
争议的本质，是对宗教与文学关系中“影响”边界的
深层探讨，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对文化互动过程中主
体性地位与能动性作用的深刻思辨。深入探究佛教
与艳情文学及其理论的关系，不仅可以为“佛教对中
国文学的影响”的传统论题提供新视觉与具体个案，
更为探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学传统的互鉴共生及创
造性转化提供独特的理论参照与阐释路径。

一

当我们考察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有一个
重要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那就是为什么在梁代，一
种“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
内”①的以描写女性容颜、神情、心理为主的所谓“宫
体”诗会突然兴盛起来，而且能产生“递相放习，朝野
纷纷……流宕不已”②的巨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
佛教是禁欲的、反艳情的，而主张色欲浓艳的宫体诗
（及其文学理论）因在佛教（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合力
作用）影响下产生发展，就成了一个看似与传统观念
矛盾的悖论！论者多把“宫体诗”的兴起归因于当时
统治者糜烂的生活，也有人把它归因于自魏晋以来
注重人物容貌体态之美的社会风气。这些或许都是
“宫体诗”得以兴起的部分原因。然而，当我们细检
有关史料，追溯中国文学中女性描写的简约传统，对
比有关佛经中大量对于女性身体、姿容、媚态等穷形
尽相的“艳情”描写，这个“矛盾”与“悖论”就会怡然
理顺。梁代君主大臣多信奉佛教，在生活方面与之
前的齐代和之后的陈朝君臣相比都是颇为严肃的。
梁武帝、简文帝、元帝、昭明太子的传中多有“性不好
声色”等赞语，而宋齐君主荒淫无度则是史有明载的
（详赵翼《廿二史札记·宋齐多荒主》条）③，然“宫体
诗”却并未产生于宋齐。就因社会普遍重视人物形
貌情态之美而导致“宫体诗”产生之论而言，也由于
缺乏具体时间维度而显得模糊笼统，因为这样一种
社会风气流行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史料记载并未为
我们提供梁朝此种风气特盛的证据。

再从文学传统来看，《诗经·硕人》中虽有“手如
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等对女性仪容之美的描写，但在
权威性的儒家阐释中，并没有由此导向对于人体美
的欣赏与礼赞，而是导向了关于道德、礼教的解释。
如孔子对这几句诗的解释是“绘事后素”④，郑注云
“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
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⑤。所以子夏
接着问：“礼后乎？”此问一出，当即赢得孔子的高度

赞赏，他感慨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毛诗》《鲁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下）对此
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都抛开了诗中对美人仪容神
情赞叹的原意，而把阐释的中心尽力向道德、礼教方
面拉拽。因此，在儒家的文论传统中，在儒家的诗学
话语中，往往是人物的仪容之美要让位于道德之美，

并未形成细腻描写人物形貌之美的文学传统。《楚
辞·招魂》中有“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容态好比，

顺弥代些。弱颜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态，絙洞
房些。蛾眉曼睩，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矊些”

等对女性形貌情态的描写，《大招》中也有“丰肉微
骨”“朱唇皓齿”“嫮目宜笑”“小腰秀颈”等对女性之
美的细腻描写。但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
虽并非直接针对文学创作中的形貌描写，却反映出
儒家对超越现实伦理规范、追求纯粹感官享受的某
种警惕与排斥，以及两汉正统儒家以政教伦理为中
心的文学思想对“楚骚”精神（包括对女性美的铺排
描写）的解构（如扬雄、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故而《楚
辞》一线中对女性形貌情态的欣赏与描写仍未形成
一种创作传统而得到承传。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
个儒家思想解体、老庄思想极为流行的多元文化时
代。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氛围中，文学创作与审美
观念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契机，为人物形貌情态描写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与转机。《庄子》既是名士清
淡的“三玄”之一，书中倡言适情任性、回归自然的主
张又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于是《逍遥游》中所描绘的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也就成了“晋
人美的意象的源泉”。⑥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魏晋人
重视体态形貌之美，忽略乃至排斥道德的因素，对外
在形貌的重视远胜于对内在德行的强调。荀粲“女
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⑦的名言，透露出整个魏
晋南北朝重视人物形貌之美、重视女性容色之美的
信息。而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宣言，

文采情感并重，并且使“情”突破了儒家文化中人伦
道德的狭窄范围，而扩充到触物兴情、悲欢离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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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３５，《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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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男女之情的广阔领域，这就从理论上为文学表
现男女恋情（艳情）提供了依据。

然而，这都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的。“宫体诗”之
所以不迟不早，恰巧兴起于梁朝，除了上述的一般原
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那就是深受佛教的影响。
也就是说，梁朝君臣的普遍佞佛（梁武帝曾三次舍身
同泰寺。不做皇帝而要做和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使他们比起前朝君臣更熟悉佛典中的
艳情内容及描写技巧，而佛典中的艳情描写又激活
了中国文学中那些已经断裂了的艳情因素，开启出
一条中国艳情文学的新路。这就是“宫体诗”兴起于
梁朝，并且能很快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
中国艳情文学虽不时面临儒家主流文化的规约、抑
制，甚至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遭遇较为严厉的批判，
但始终自成一脉，在历史长河中绵延发展。它逐渐
与市民阶层蓬勃兴起的审美趣味相契合，成为中国
古代文学版图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存在。佛教秉持
“四大皆空”之理念，倡导禁欲主义，从教义核心来
看，其与以展现情欲为主要内容的艳情文学似乎处
于截然对立的两端，而二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与阐释。

二

佛教出于印度，而印度文化中有着崇拜生殖、礼
赞情欲、歌颂女性之美的古老传统。印度文学中有
对色情极力描写铺排的传统，这一点，在世界各文化
圈中都是相当突出的。黑格尔曾直截了当地指出：
“印度人所描绘的最平凡的事情之一就是生殖”①，
“其中不顾羞耻的情况达到了极端，肉感的泛滥也达
到了难于置信的程度”②。他还指出：“其他民族的
神谱都不像印度的那样放荡恣肆，在塑造形象方面
那样随意任性，不顾体统。”③确实，印度文化中的性
意识是非常浓烈的。不但有《欲经》《妓女经》之类的
著作④，而且在如《罗摩衍娜》这样较能表现印度文
学传统的长篇史诗中，也有不少露骨的色情描写。
如其中“恒娥（Ｇａｎｇâ）的降临”一节，“英国的翻译者
没有敢照字面把这段话译出，因为这段描绘把一切
贞洁和羞耻都抛到九霄云外了”⑤。佛教作为印度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能不受到这种古老传
统的影响。作为一种出世的、求得解脱的宗教，佛教
认为整个世界因缘和合而生，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
程，整个现象世界是虚空的。生命痛苦的根源是因
为对现实世界拥有永无止境的欲望，为了获得生命
的自由，进入“涅槃”，从苦海中解脱，就需要放弃对
世间诸色的执念，尤其是男女情欲的诱惑，面对貌美

如花的美，需用“法眼”看破，视之为草芥粪土，美女
不过是一副“臭皮囊”（不净观）。为此，佛教还发明
了一些极端另类的修行方式，如为了认识情欲的空
无，印度佛教性力派强调“以毒攻毒”，提倡在与香艳
美女交媾后的悔悟中感悟佛法。这就为提倡禁欲的
佛教典籍大量的色情描写提供了可能和理论依据。

在这方面，佛祖释迦牟尼堪称表率。印度大作家马
鸣所作的《佛本行诗》中就有大量的艳情描写，《佛本
行诗》分别被北凉昙无识与刘宋释宝云译为《佛所行
赞》和《佛本行经》。这是佛教文学中的精品，传诵广
远。尽管汉译本中已删去了一些描绘女人过于露骨
的词句，但仍保存了不少香艳之笔。据金克木《梵语
文学史》所述，如第四品描写宫女用种种方法媚态取
悦和诱惑太子，原诗２５节之长，汉译删去了其中大
量露骨的描写，仅以１１个“或”的诗句加以概括。但
即使如此，这些诗句仍可目之为“艳诗”：

　　往到太子前，各进种种术……太子在园林，

围绕亦如是。或为整衣服，或为洗手足，或以香
涂身。（《大藏经》第４册第７页）

又如第五品写宫中彩女睡态，虽用了许多丑化
的字眼，然仍属很浓艳的描写：

　　抱琴而偃地，犹若受苦人，黄绿衣流散，如
催迦尼华。纵体依壁眠，状若悬角弓，或手攀窗
牖，如似绞死尸。频呻长欠呿，魇呼涕流涎，蓬
头露丑形，见若颠狂人。华鬘垂覆面，或以面掩
地，或举身战掉，犹若独摇鸟。（《大藏经》第４
册第９－１０页）

又如破魔品第十三，只是用了３１个“或”写魔女
诱惑王子，而《普曜经》卷六“降魔品”则作了极为细
腻的描述：

　　一曰张眼弄睛，二曰举衣而进，三曰 并
笑，四曰辗转相调，五曰现象恋慕，六曰更相观
视，七曰弄姿唇口，八曰视瞻不端，九曰荽嫇细
视，十曰相互礼拜，十一以手覆面，十二迭相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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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十三正住佯听，十四在前跳蹀，十五现其髀
脚，十六露其手臂，十七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
十八现若照镜，十九周旋出光，二十乍喜乍悲，
二十一乍起乍坐，二十二意怀踊跃，二十三以香
涂身，二十四现持宝璎，二十五覆藏项颈，二十
六示如闲静，二十七前却其身，遍观菩萨，二十
八开目闭目，如有所察，二十九俾头闭目，如不
视瞻，三十嗟叹爱欲，三十一试目正视，三十二
遍观四面，举头下头。（《大藏经》第３册第５１９
页）
可以看出，佛经中的这些描写虽说旨在于强调

释迦佛不为美女的美貌柔情、肉体魅力所打动，宣扬
其深厚的“定力”，但因其“艳情式”的描写方式客观
上也为更细腻地表现女性的形貌神情、言动心理提
供了借鉴。这些佛经在齐梁以前都已译入中土，其
中的艳情描写与当时重视人物体貌之美的社会风气
一拍即合，再加上梁朝君臣的崇佛，能从佛典中直接
得到启迪，于是“宫体诗”便应运而生。刘师培的《中
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曾这样论述：“宫体之名，虽始于
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晋宋乐府……后有鲍照，前
则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①“宫体诗”虽兴
盛于梁，但用五言诗写作艳诗的风气从晋宋间就开
始了。从释惠休现存作品看，大多风格艳丽轻靡，故
而梁代是宫体诗拉开序幕的准备时期。毛先舒《诗
辩坻》云：“六朝释子多赋艳词，唐代女冠恒与曲宴，
要亦弊俗之趋使然也。”②认为释子赋艳词是社会上
的弊俗使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释
子多谙熟佛典，故能从佛典中撷取艳词，学习绮艳之
描写方法，从而又助长了文学的绮艳之风，这也是不
可忽视的。自此之后，佛徒与“绮语”似乎结下了不
解之缘。六朝释子除惠休上人外，道猷上人与释宝
月亦好作艳诗。宋惠洪因其《上元宿岳麓寺》诗中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香心未到家”一联，而被人
称作“浪子和尚”③。自禅学兴起，僧人利用艳诗这
一形式进行参悟佛道的现象日益渐趋。如《五灯会
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中载五祖法演借小艳诗
“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开启提刑。另
有偈子乃克勤禅师在悟道之时所吟诵：“金鸭香销锦
绣帏，笙歌丛里扶醉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
独自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某尼《悟道诗》云：“尽
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风流艳丽，亦可作“绮语”观。看
来，佛经、佛徒与中国的艳情文学表面看来似乎形如
冰炭，而实质上大有关涉，且源远流长。至于佛典中
的艳情描写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宫体诗”的写作，

张伯伟先生在其《宫体诗与佛教》一文中已作了比较
深入的论证。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陆机的“缘情绮靡”之说为齐梁艳情文学

的兴起奠定了理论根据。
第二，兴起于晋宋之际而大盛于梁朝的以“艳

情”为主要内容的“宫体诗”，是在重视人物形貌之美
的社会风气、统治者奢靡的生活环境以及佛教中艳
情描写等合力作用下产生的。“宫体诗”之兴盛于梁
朝，与梁代君臣的普遍崇佛佞佛之风有关。

第三，佛经佛徒与艳情文学并非水火不容。佛
经中的艳情描写往往通过爱好文学的释子作为中介
而得以传播影响，并激活了中国元典中描写女性形
貌神情之美的路向，使中国文人在认同外来影响时
于本土文化中找到了根据，从而形成了以描写男女
情爱、注重形貌声色为主的艳情文学传统。这样一
种“传统”虽然在儒家话语权力的统治下经常处于
“边缘”的位置，但它从齐梁以后始终以或显或隐的
方式存在着，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成为强大的思想潮
流。

三

文学理论是对创作实践的概括总结与理论升
华。六朝文学中以“宫体诗”为代表的艳情文学创
作，在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得了理论总结，因此我
们可以说《玉台新咏序》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
艳情文论。自此以后，以理论形态表现文学审美娱
乐功能，对男女之情与形貌肉体之美大唱赞歌的文
论时有出现，而深受佛教影响的“宫体诗”常常成为
递相祖述的对象，于是，佛教也就成为影响中国艳情
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陵的《玉台新咏》编成于大通六年（５３４），全书
凡十卷，以歌咏男女艳情为收录标准，可以说是我国
第一部艳情文学选本。书中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
与刘勰、钟嵘、萧统都不相同，而与萧纲、萧绎一致，
其对于精绘女子姿容、神韵、服饰、器用，细摹女子歌
舞之态、生活之微，以及男女情爱之创作倾向表示肯
定与赞赏，《玉台新咏序》即为此种理论张目的。该

７９

①

②

③

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

５０页。

毛先舒：《诗辩坻》卷２，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４页。

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

２０７２页。

张伯伟：《禅与诗学》，台北：台湾扬智文化事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２６５－３１１页。本文对张先生观点多有参取，特此致谢。



序匠心独运，不同于其他古典诗词序文，它不直接陈
述撰集的原因，也没有直接表达撰者的文学观，而是
以虚构手法，将《玉台新咏》的撰集说成是出于“倾国
倾城，无双无对”的后宫佳丽之手。序文中描写了后
宫佳丽容貌之美好与歌舞之精妙：

　　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陪游馺娑，骋
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
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①

这些浓艳细腻的描写，“态冶思柔，香浓骨艳”
（许梿《六朝文絜》评语）、“峭蒨丽密”（李兆洛《骈体
文钞》评语），与绮靡香艳的宫体诗表现出同一审美
趣味。无独有偶，宫体诗的主将萧纲《答新渝侯和诗
书》中亦有一段文字可与此相参：

　　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
……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
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
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
持口诵，喜荷交并也。②

而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亦云：

　　至如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征靡曼，唇吻
遒会，情灵摇荡。③

三人立论的角度虽有不同，但提倡用绮丽之文
辞、谐美之声律，描写“摇荡”“放荡”（萧纲言“文章且
须放荡”）的男女艳情却是一致的。这样一种文学思
想，虽有追求声色之娱、感官刺激的庸俗之嫌，但它
却冲决了正统儒家文论的束缚，使得文人情感世界
的另一侧面得以自由表现，因而具有自由抒发真情
实感、大胆肯定情欲之美的积极意义。

《玉台新咏序》接着写丽人之富有才情，“妙解文
章，尤工诗赋”。通览全序，不难洞察编纂此书的动
机，即编选收录艳诗，将其作为博弈游戏的替代品，
借此凸显文学在消闲遣兴、忘却忧愁方面的娱乐审
美功能。文中有“曾无参（一作“忝”）于雅颂，亦靡滥
于风人”之语，表面上是说虽不及雅颂典雅，亦不同
于风谣险俗，然实质上却表明了艳情之作与儒家“风
雅”传统审美趣味的不同。

自《玉台新咏序》标举艳情、唱叹女性之美、为中
国文论开启了别一路径后，历代肯定男女艳情者皆
纷纷称引祖述。如唐代韩偓《香奁集序》云：“遐思宫
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
……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④完全是《玉台
新咏序》的唐代版本。虽最后也轻描淡写地检讨自
己作艳情诗也许有“过”，但全文主要还是以自负而
欣赏的心情赞扬艳诗之“功”。之所以要加上那么一
点遮盖，正可说明艳情文学与儒家诗教始终是对立

的。又有韦縠编选《才调集》，选唐诗千首，是现存唐
五代人所选唐诗中分量最大的一部。韦縠于《才调
集序》中虽未明言以艳情之作为选录范围，但由所选
作品多为描写男女恋情和妇女生活的艳情诗、艳体
诗来看，他对艳情诗是情有独钟的。黄滔《答陈磻隐
论诗书》云：“咸通、干符之际，斯道隙明，郑卫之声鼎
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由此可见，韦縠在编纂选
本时，将其命名为《才调集》，已寓有多选录艳情之作
的意思。盖晚唐五代之际，藩镇势力猖獗，竖宦多掌
国命，儒道凌迟，礼教废弛，作为抒写性灵的文学也
获得了自由抒发的宽广空间，故写作艳诗遂为一时
风气。韩偓《香奁》标“风流”“春情”之旨，韦庄《又
玄》贵“清词丽句”之篇，韦縠《才调》“韵高”“词丽”，
并轻艳秾丽、风调旖旎。故知情感多端，文人各有偏
重；时乱世衰，诗文反多真情也。

论及隋唐五代的艳情文论，不能不提欧阳炯《花
间集序》。《花间集》为后蜀赵崇祚所编，收录温庭
筠、皇甫松、韦庄等１８人（多数为蜀中文士）的词作

５００首，分为１０卷。《花间集》中男欢女爱、倚红偎
翠之作，声色较艳，脂粉较浓，完全可看作是齐梁“宫
体诗”的隔代遗传，“词为艳科”的传统由此而奠定，
诗文与词在表现生活、抒写情感上具有不同职能的
倾向亦由此而肇始，因而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明了词集编录缘起，
阐述了他肯定艳情之作的文学主张。其文曰：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
“曲渚”之篇，豪家自制……则有绮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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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言之不文，所
谓秀而不实。⑤ （重点为引者所加）
文用骈体，典丽富艳，与《玉台新咏序》可谓异曲

同工。“则有绮筵公子”以下文字已把编纂目的，即
以“清绝之词”“助娇娆之态”交代得很清楚。“自前
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乃是说明《花间》艳词与齐
梁“宫体”有承传关系，但又融入了唐五代的艳情风
流内容（“北里”为唐代长安倡妓聚集之地，孙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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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志》详载其情形。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长安古
意》早有“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
北堂连北里”的诗句，看来北里作为长安的“红灯区”
从唐初即已开始），言词之间，有自诩《花间》诸作已
集艳情之大成的意思。“言之不文”“秀而不实”与前
引韩偓《香奁集序》中的“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
过”一样，看似自责，实乃套话。序言最后说：“仍为
序引，乃命曰《花间集》。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
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再次强调了词的审美
娱乐作用，赞美了花间新词胜过南朝的清商旧曲。
这体现出晚唐五代时期，艳体诗词在创作实践上呈
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同时文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
了显著转变。

四

唐代以降，歌咏男女之情与描绘妇女形貌神情
的艳情文学仍一脉相承，虽然因受到儒家主流文化
排挤与压抑而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总是以动人的
情思与审美的感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宋代理学
兴起后，艳情文学遭受了严重摧残，但随着宋明俗文
化的兴盛，艳情文学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认同而再
度兴盛，赞颂女性之美，歌咏男女艳情成了小说戏曲
的重要题材内容。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艳情文学作
为表现人的自然情欲、反叛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有
力武器得到了大力提倡。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以
及清代袁枚等人都极力肯定人的自然情欲，把男女
之情提到了人类情感的最高位置，具有强烈的叛逆
色彩。正是在这样一种肯定情为人本，由此进而认
为情为文本，高度张扬男女情爱，极力推崇女性之美
的社会潮流中，文论家们追本溯源，尽力在文学传统
中为艳情文学寻找历史依据。于是，作为我国第一
部艳情文学选集的《玉台新咏》又得到了新的价值重
估，受到了高度评价。袁宏道称其“清新俊逸，妩媚
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并以“钟情”称赞徐
陵。① 沈逢春说：“统大所撰（指《文选》），大都以气
格胜。窃狭其以选文之法选诗，而未竟乎诗之情也。
夫诗之情通于气之先，游于格之外。以气格范情，非
其至情；不为气格役而妙乎气格，则其至者也。夫以
是统大而后徐孝穆有《玉台新咏集》，诗不一代，代不
一人，人不一诗。总之，情不为气格役而妙乎气格
者，斯罗括焉，虽略气格而第言情可也。”②又说：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中郎（袁宏道）与孝穆庶不
愧斯语夫！”③准确地指出了《玉台新咏》的艳情特
征，揭示了袁宏道之倡言艳情与徐陵有其联系。

以上简述了徐陵《玉台新咏序》以后中国艳情文

论的大致情形，从文学抒写性灵、审美悦情的角度对
艳情文学与文论多所肯定。这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
题，即关于艳情文学及文论应当怎样评价？在文学
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对于文学作品中爱情书写的批
判性审视，历来存在着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二元对立
阐释框架。诸多论者习惯于运用“健康的”与“庸俗
低级的”这样一对具有强烈价值预设和规范指向的
形容词，对文学领域内纷繁复杂的爱情书写实践进
行类型学划分。然而，中国文学史上的爱情文学情
况较为复杂，不适宜于用“健康”与否的道德评价来
代替具体的美学分析，更不能以此作为评定文学作
品高下优劣的标尺。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之作，
如着眼于美学评价，则大概很少有人不会被它们音
律的谐婉、词采的华艳与情感表达的深幽婉曲所折
服，反复咀嚼玩味而陶醉于作者所描绘的细美幽约
的艺术境界之中。但如着眼于道德评价，则不能说
他这些作品所描绘的恋情都是“健康的”（因为其中
不少作品是写婚外恋情的），中国文学史上此类例子
甚多。应从文学审美悦情的本质着眼，对此类作品
予以肯定。另外，在艳情文学中确有一些极力描写
声色肉欲、展露文人幽暗病态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如
齐梁“宫体诗”中的某些作品及明清小说如《金瓶梅》
《肉蒲团》中的某些片断），对于此类作品，则应根据
具体情况加以鉴别评价，即要以艺术技巧的高低、所
反映的性爱观念及由此所折射出的审美趣味是否有
进步意义与创造性作为标准。要看是否能从性爱之
“真”中反映出人性之美，或是从“丑”的描绘中寄寓
着“美”的理想。要之，因中国道德主义发达，政治伦
理对文学管束甚严，表现男女情爱的文学创作与思
想常遭权力话语的压制与解构。故艳情文学及理论
作为一家之言，理应给予更多“同情之理解”。

前已言及，作为中国艳情文学之祖的齐梁“宫体
诗”的产生深受佛教的影响，佛经中有大量的香艳描
写，六朝释子及以后历代僧人亦不乏好作“绮语”者。
佛经对“宫体诗”的影响除了艳情的内容、对女性细
致入微的描写刻画外，亦为艳情文学的存在提供了
理论上的依据。这种依据主要就是所谓的“秽解脱
法”，即印度佛教性力派强调的“以毒攻毒”，《僧伽罗
刹所集经》卷下记载一则佛法修行故事：“曾闻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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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波斯，有弟子名钵摩迦……入淫女村中，彼淫女
见此比丘年少端正，身无尘埃，见怀欢喜，欲意炽盛，
时彼比丘，便入淫舍，观如是结使不欲造结，如是秽
解脱法，速得此法果。是时比丘便作是语，而说此
偈：欲为彼毒药，欲为不净行，欲为坏淫色，堕人入恶
趣。作是说已，便退而去。”①佛经中记载此类比丘
与“淫女通”者颇多。可见，在修炼过程中即便贪色
好淫，只要能够从中醒悟、悔过自新，依然是可以得
道的，“污秽”的淫通之事往往能使人看穿色欲的丑
恶、虚幻而得“解脱”，于体验中觉其虚幻。后来的
《宗镜录》说得更明白：“先以欲拘牵，后令入佛智，斯
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②

同样，“绮语”在佛经中虽为一“戒”，但只要绮语者能
“悔过自责，即得罗汉”。这样，艳丽的文辞与男欢女
爱的行为都在佛经中找到了存在的理论根据，而这
二者的结合就是艳情文学。因此便出现了在声色浓
艳的尽情描写后来一两句表示悔悟之意的诗作。如
王僧孺《为人述梦诗》中四句是标准的“宫体”风格：
“以亲芙蓉褥，方开合欢被。雅步极嫣妍，含辞姿委
靡。”但结句却云：“及寤尽空无，方知悉虚诡。”③这
样，艳情文学也就与佛理圆融无碍，艳诗作者亦可学
佛行道而理所当然了（如萧衍、萧纲等）。徐陵的《玉
台新咏序》作为艳情文学的理论表述，其“收录艳歌”
的选录原则，其“虽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的轻
微自责当然亦与佛教影响有关。自徐陵编选的《玉
台新咏》确立了艳情文学的合法地位后，历代肯定艳
情文学的文人大都不约而同地称引徐陵与《玉台新
咏》，佛教对“宫体诗”及徐陵文学思想的影响也就通
过文化的承传间接地影响了后世的艳情文学理论。
也就是说，中国艳情文学及其理论的源头至少应当
上溯到深受佛教影响的齐梁“宫体诗”以及为宫体诗
作理论总结的《玉台新咏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才得出佛教对中国的艳情文学及其理论产生重
要影响的结论。

综上而论，在文学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复杂场域
中，对从《玉台新咏序》到《花间集序》这一阶段中国
艳情文学与佛教思想关系的考察，绝非简单的文本

梳理与现象描述，而是关乎文化基因的融合、文学范
式的转型以及学术理论的建构等多重维度的深度探
索，具有不可忽视的学理性价值与学术探讨空间。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自传入中土以来，便与
中国本土文化展开了漫长而复杂的对话与互动。在
中国艳情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佛教思想并非以一种
生硬的外在力量强行介入，而是如同涓涓细流悄然
渗透于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的肌理之中。宫体诗在
梁朝奉佛佞佛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兴起，其“清辞巧
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的典型
特征，看似是对宫廷女性生活与情欲的绮丽描绘，实
则已蕴含着佛教观念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直
接的教义宣讲，而是通过社会风气的熏染、文人心态
的转变等间接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独特的印
记。从《玉台新咏序》到《花间集序》所构建的艳情文
学理论体系，更是将佛教“色空观”等核心思想内化
为自身的理论要素，实现了外来文化基因与中国本
土艳情文学传统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
中国艳情文学的内涵与表现力，也为中国文化的多
元一体格局增添了新的维度。

然而，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保持本土文化
的特色与活力，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中国艳
情文学与佛教思想的关系研究，深入分析佛教思想
与中国艳情文学如何碰撞融合、互摄互鉴，我们可以
探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学传统相互融合的有效途径
和一般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的
发展历程与独特魅力，或可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
与文明互鉴，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些许思
考的方向。

①　僧伽跋澄译：《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

纂：《大正藏》第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９页。

②　延寿：《宗镜录》卷２１，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③　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４０页。

（责任编辑　谢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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